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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節透過比較日本、韓國及臺灣三國的制度發展，探討在

高等教育進入後大眾化階段之際，品質保證機構如何轉型其組

織功能以回應社會需求。作者認為，品質保證體系未來可朝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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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品質保證體系最初是從高等教育機構長期享有

高度自主與學術自由傳統的美國，作為一種自願

性的品質管控機制而發展出來。然而，隨著高等

教育市場快速擴張，高等校院逐漸意識到必須自

行確保辦學品質，因而透過專業協會與區域性高

等校院聯盟等組織，建立並運作自願性的品質管

控機制（Bogue & Hall, 2003）。此類機制最早起

源於醫學等專業領域，目的在於確保畢業生具備

從事專業工作所需的知識與技能。隨著美國高等

教育市場規模持續成長，自願性品質管控機制亦

逐步擴展至整體機構層級與學術學科層級。此

外，伴隨學生入學人數的快速增加，其他洲際

地區亦陸續引進此一品質管控模式（Brennan & 

Shah, 2000）。

然而相較於美國，歐洲與亞洲（尤其是東亞）

地區長期以來並未將既有高等校院的品質管控

視為迫切的教育或政策議題。在歐洲，多數高

等校院由國家設立；而在東亞，即便是私立高

等校院，也必須在國家高度管控下運作，未經

政府許可不得進入高等教育市場（Levy, 2006; 

Yamaguchi & Tsukahara, 2016）。 在 此 制 度 背

景下，品質管控並未成為歐洲與東亞高等教育

體系中的核心關注。然而，隨著高等教育大眾

化的快速推進（日本自1960年代開始，南韓與

臺灣則於1980年代陸續展開），此一情勢逐

漸產生轉變（Shin et al., 2015）。各國政府開

始允許更多高等校院（尤其是私立機構）提供

教育服務，同時也持續增設國立或公立高等校

院。此外，隨著1980年代知識社會的興起，歐

洲各國亦面臨擴大高等教育普及性的政策壓力

（Teichler, 1996）。

這一政策取向使更多學生得以進入高等教育體

系。然而，如同美國的經驗所示，高等教育的快

速擴張也引發了對教育品質的關切。品質保證體

系的導入，正是社會對大眾化高等教育品質問題

的回應。多數歐洲國家與東亞國家自1980年代末

至1990年代起，陸續成立國家級品質保證機構，

或由高等教育機構自發建立品質保證機制，以確

保其教育服務的品質（Brennan & Shah, 2000; Van 

Damme, 2000）。因此，品質管控機制在1990年

代已於多數已開發高等教育體系中確立，並於

2000至2010年代逐步擴展至發展中高等教育體

系。這些品質保證體系多以「認證」作為主要運

作方式，其評鑑結果通常以「通過」、「有條件

通過」或「未通過」呈現（Lin et al., 2021; Shin, 

2018）。透過導入品質保證體系，高等教育機構

持續致力於提升並確保其教育品質。

然而，歷經數輪週期性評鑑後，品質保證體

系的社會影響力逐漸減弱（Lin et al., 2021; Shin, 

2018）。此外，大眾化高等教育出現後不久，

許多國家即進入後大眾化階段（或稱普及化階

段），多數適齡學生只要有意願，皆可進入大學

或學院就讀。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發展顯示，在

市場趨於飽和的情況下，高等教育市場已由「以

供給者為中心」，轉向「以學生為中心」（Shin, 

2014）。在此脈絡下，品質保證機構的角色亦逐

步轉變，從單一的教育品質把關，擴展至更廣泛

的功能，包括為高等教育機構提供諮詢、進行資

料蒐集與公開，以及培訓高等教育體系內的相關

人員（Elken & Stensaker, 2023）。

從理論觀點來看，社會組織具有其自身的生命

週期，歷經誕生、成長、成熟，最終走向衰退

（Gardner, 1965; Mosca et al., 2021）。儘管品質

保證機構的生命週期高度受國家政策所左右，其

仍會為求存續而主動回應高等教育環境的變化。

有些機構在既有法律框架內進行創新，另一些

則可能突破既定的法律界線（Elken & Stens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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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本章將分析並討論日本、韓國及臺灣

三國的品質保證機構在進入後大眾化階段後，

如何調整與轉型其組織功能。研究對象聚焦於

四年制高等教育機構之品質保證機構，分別為

日本的「大學評價‧學位授與機構」（National 

Institution for Academic Degrees and University 

Evaluation, NIAD-UE）、韓國的「韓國大學教育

協議會」（Korean Council for University Education, 

KCUE），以及臺灣的「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

中心基金會」（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and 

Accreditation Council of Taiwan, HEEACT）。

品質保證機構角色與功能的轉變

在知識社會發展的初期，高等教育主要經歷學

生入學人數的「量化擴張」。然而，這種數量成

長在1990至2000年代達到巔峰，此時大眾高等

教育已邁入後大眾化階段。多數品質保證體系在

大眾化高等教育階段建立，當時面對快速擴張的

高等教育市場，確保最低教育品質是一項關鍵任

務。然而，在後大眾化高等教育階段，僅僅「確

保品質」已不足以因應知識經濟下日益激烈的全

球競爭，品質保證體系因此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Shin & Teichler, 2014）。隨著這些社會與經濟

條件的轉變，高等教育中「品質」的社會意涵亦

出現轉變：從強調最低品質標準，轉向重視「競

爭力」；從關注「教學」品質，延伸至「研究」

品質；並由單一學科的「知識」取向，轉為跨領

域的「能力」導向。

在各類品質管控機制中，大學排名制度與國家

問責機制相對較能回應上述社會與經濟變遷，相

較之下，傳統品質保證體系則面臨較大的調適挑

戰。過去，品質保證、問責制度及排名制度之間

的界線相對清楚，但隨著時間推移，這些界線已

逐漸模糊（Shin & Toutkoushian, 2011）。在此背

景下，品質保證機構為因應新環境並維持其組織

存續，陸續推動多項新措施與改革。本節將概述

這些由品質保證機構自身以及國家政策層面所提

出的新倡議。整體而言，多數品質保證機構透過

擴展其角色定位與功能多元化，嘗試從傳統的品

質保證職能，轉向高等教育體系中更廣泛的功

能範疇；而這些新職能，多半仍直接或間接與

教育品質的衡量與提升相關（Elken & Stensaker, 

2023）。

首先，將品質評估與國家問責機制相結合，已

成為這些國家普遍關注的重要政策議題。以日本

為例，日本政府的文部科學省（簡稱文科省）嘗

試將「獨立行政法人大學改革支援・學位授與

機構」（National Institution for Academic Degrees 

and Quality Enhance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NIAD-QE）的評鑑結果作為法人化國立大學經費

分配的重要依據。NIAD-QE對法人化國立大學

實施以六年為一週期的評鑑，並以其結果作為

大學經費分配的依據（NIAD-QE, 2025）。為進

一步強化品質保證機構與經費分配之間的制度

連結，日本文科省於2016年將NIAD-UE與「國

立大學財務‧經營中心」（Center for National 

University Finance and Management, CUFM） 整

併，正式成立NIAD-QE。透過將品質評估與經費

分配結合，新成立的機構得以同時運用評鑑與財

政工具，對高等教育機構產生更為實質且直接的

影響力。

其次，為了在競爭激烈的組織環境中生存，這

些品質保證機構開始積極探索新的角色與功能。

其新增職能包括為高等教育機構提供資料服務、

推動研究與發展，以及在國家與高等教育機構之

間扮演政策制定與協調的中介角色。此外，這些

機構亦為高等教育機構的教學與研究人員提供人

力資源培訓。然而，三國在培訓方案的重點上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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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些微差異。以日本為例，NIAD-QE所提供的

教職員培訓主要聚焦於品質保證相關職能；相較

之下，韓國的KCUE與臺灣的HEEACT所辦理的培

訓，則對一般教職員開放，涵蓋範圍相對廣泛。

此外，自2008年起，KCUE隨著機構自我評鑑制

度的導入，開始系統性地進行資料蒐集與公開發

布；NIAD-QE亦於2015年後啟動類似的資料蒐集

與發布機制（NIAD-QE, 2025）。

品質保證能否在數位轉型中存續

隨著高等教育環境快速變動，品質保證體系

正經歷深層的轉型變革。Lemaitre與Karakhanyan

（2020）在探討品質保證所面臨的挑戰時，指

出三項主要課題：高等教育服務提供者的多元

化、服務對象的多樣化，以及為因應上述多元性

而不斷增加的品質保證流程成本。新型態的教育

服務提供者包括線上大學、無實體校園的高等教

育機構（如密涅瓦大學），以及涵蓋微學分證

書與大規模開放線上課程（MOOCs）的新型課

程。此外，在後大眾化高等教育階段，學生族群

日益多元，高等教育機構因而發展更多以學生

為中心的學習模式與課程設計，這些作法未必

能完全符合既有的品質評估標準。學生結構與學

習需求的變遷，使品質保證機構必須投入更多資

源，並在評鑑流程中納入多樣化的教育型態與學

習情境（Hou et al., 2025; Lemaitre & Karakhanyan, 

2020）。

品質保證機構可透過在既有品質保證框架中納

入新任務，及時回應上述挑戰與社會需求。例

如，將評鑑重心擴展至新型態的高等教育機構

（如線上大學、行動式大學）、新型課程形式

（如微學分證書、以MOOCs為基礎的課程），

以及新型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如人工智慧深度

介入學生學習歷程，甚至於實體課堂中扮演關鍵

角色）。此外，品質保證機構的評鑑範圍亦可能

從高等教育延伸至整體教育體系，涵蓋包括中等

教育在內的教育課程。此類跨界發展，勢必仰賴

研究作為基礎，以建立並落實新的品質標準。

所幸，日本、韓國及臺灣的品質保證體系皆在

組織內部設有研究職能，得以支援新型高等教

育平台與教學模式之品質標準建構。上述挑戰

大致仍屬品質保證機構可透過既有職能加以回

應的範疇。

然而，自2000年代初期至中期，隨著全球大學

排名制度的興起（Shin & Toutkoushian, 2011），

社會對高等教育的期待已由「最低品質保障」逐

步轉向「卓越表現」的追求，這一轉變對品質保

證機構成為根本的挑戰。隨之而來的，是高等教

育市場由供給者導向轉為消費者導向。在此情境

下，原本以確保最低品質門檻為核心目標的品質

保證體系，對未來的「消費者」而言，其吸引力

恐將持續下降；相對而言，社會與學生更關注的

是市場中的頂尖表現者，而非僅達到基本標準的

機構。相較之下，國家問責制──特別是績效導

向的競爭型經費分配機制──因其在整體高等教

育預算中所占比重甚高（日本超過20%，韓國與

臺灣約達50%），而更受到高等教育機構的重視

（Shin et al., 2020）。在品質管控的三大機制之

中，大學排名與國家問責制較有可能持續發揮影

響力，而品質保證體系則正面臨嚴峻的永續性挑

戰。在此背景下，品質保證機構亟須調整其策略

方向，以回應不斷變動的社會需求與高等教育環

境。

這些變革的其中一個方向，是評鑑模式逐步由

「學術標準導向」轉向更強調「社會功能導向」，

例如關注高等教育的社會貢獻、社會影響力與永

續發展。社會貢獻與社會影響力早已成為問責體

系中的核心議題，尤以競爭型經費補助計畫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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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明顯。此外，相較於傳統以學術標準為核心的

品質保證機制，大學排名體系在回應社會影響力

與永續發展面向上展現出更高的適應性。例如，

自2019年起，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即依據聯合國提出的17項永續發展

目標發布影響力排名，而QS亦自2024年起推出

永續發展排名。QS永續發展排名係依據環境影

響、社會影響與良好治理三大面向進行評分。國

家問責制同樣反映上述轉向，特別是在以社會貢

獻與社會影響為核心的競爭性經費配置機制中表

現尤為明顯。然而，對品質保證機構而言，將這

些維度有效納入評估並非易事，因為學術標準仍

然是品質保證制度運作的根本基礎（Lemaitre & 

Karakhanyan, 2020）。

在此背景下，品質保證體系亟需進行轉型性變

革，以回應上述挑戰。學術標準在供給端仍具主

導力量的學科領域（例如STEM領域）或許能發

揮一定效用，但在其他學科中則未必適用。舉例

而言，多數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課程已高度適

應以學生為中心的需求導向市場。這樣的轉變顯

示，傳統以學術標準為核心的評鑑方式，可能在

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難以有效運作，但在STEM

領域仍具有相對的適用性。因此，對於以需求端

（消費者）市場為主導的學科領域，品質保證機

構有必要引入並採納新的標準，例如社會貢獻、

社會影響力及永續發展等面向。

品質保證機構若欲在充滿挑戰的環境中存續，

勢必推動轉型性的變革。然而，因應挑戰的策略

需視情境而異，尤其高等教育市場的規模，往往

是影響組織轉型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例

如，身處大型高等教育市場的品質保證機構，在

組織存續與功能拓展上，可能相對具備較多優

勢；反之，小型市場中的機構則未必擁有相同條

件（Elken & Stensaker, 2023）。以葡萄牙為例，

其品質保證機構於2009年成立獨立研究中心，正

式發展研究與分析職能；芬蘭則於2014年透過與

另一評鑑機構合併，將品質保證職能擴展至涵蓋

所有教育階段；瑞典的品質保證機構亦於2013年

新增統計資料服務。然而，此類跨越既有職能邊

界的轉型行動，常受到現行治理結構的制約，特

別是在品質保證機構的主要互動關係人多為高等

教育機構的情況下，這些機構對於組織角色與功

能的重大調整，往往缺乏足夠的熱忱與支持。

結論

在快速變動的環境中，日本、韓國及臺灣的品

質保證機構已透過多項策略嘗試因應新局，包括

強化品質評估與國家問責機制之連結，以及主動

探索並拓展新的角色與功能，以求在新環境中持

續存續。然而，近年來的數位轉型進一步帶來新

的挑戰，高等教育服務提供者與服務對象的高度

多元化，使品質保證機構在評鑑設計與執行上須

投入更高成本與資源。對品質保證機構而言，更

為嚴峻的挑戰來自社會對高等教育卓越表現、全

球競爭力，以及其社會貢獻與影響力的高度期

待。為回應這些挑戰，品質保證體系或可將評鑑

重心轉向以「社會功能導向」為核心的成果指

標，例如社會貢獻、社會影響力及永續發展。

面對此挑戰情境，東亞地區的品質保證機構正

重新定位自身角色，從傳統以品質保證為核心的

功能，轉向更為多元的職能架構。然而，由於三

國在高等教育體系的發展歷程各不相同，其轉型

所面臨的挑戰與可行策略亦不盡一致，需視各自

的區域脈絡而定，包括高等教育市場的規模、品

質保證機構的治理結構，以及國家問責機制的介

入程度。因此，日本、韓國及臺灣的品質保證機

構，皆須立基於自身的制度條件與在地情境，發

展出各具特色的轉型策略。

國際
瞭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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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高等教育品質創新之路：邁向永續未來的改革、風險與重塑》：

https://link.springer.com/book/10.1007/978-981-95-2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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